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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城市在全球科研合作网络中的

地位能级可以反映城市在全球科学版图

中的门户作用和支配能力。研究以Web
of Science合著论文数据为基础，选取全

球526个主要城市 （包括44个中国主要

城市），借助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研究

了 2002—2006和 2014—2018年两个时

段全球城市科研合作网络的演进过程，

并重点关注中国城市在网络中的演化特

征。研究结果显示：①全球城市科研合

作网络的重心逐渐从欧美向亚太转移，

中国城市的网络连接度提升显著，但具

较强网络支配能力的顶级全球创新中心

较少；②在中国，不同城市融入全球科

研合作网络的节奏并不一致。位于东部

沿海、长江流域沿线以及中原地区的城

市连接度提升较快，而边缘地区城市提

升较慢。中国城市在全球科研知识合作

网络中的发展路径与中国经济地理演进

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趋势基本吻合；③城

市在全球科研合作网络中的演化表现出

自我强化的“马太效应”，这与知识生产

的“空间依赖”特征和知识合作的“偏

好依附”规律紧密相关。

关键词 全球创新中心；全球城市科研

合作网络；演化特征；中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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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ing Global Innovative Center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ities in Global Inter⁃
urban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s
CAO Zhan, PENG Zhenwei

Abstract: A city's positioning in the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is a

direct reflection of its hub function and control power in the global scientific

landscape. The study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and geographical

processes of the global interurban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s (GISCNs) for two

periods of 2002—2006 and 2014—2018 among 526 major cities (including 44 major

Chinese cities) based on co-published data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changing paths and spatial features of Chinese cities. We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① The gravity of global interurban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has shifted from the Europe-North America duopoly towards

Asia-Pacific in general and the rise of China is particularly visible. Most Chinese

cities have witnessed significant connectivity gain in the network, but only a few

can qualify as top global innovative centers with stronger network dominance; ②
The wholesale rise in connectivity of Chinese cities is nonetheless geographically

uneven, as cities along the east coast and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ose within the

central plain have gained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cities in other parts of China. The

changing positioning of the Chinese cities in the network are broadly in line with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geography; ③ The evolution of cities in the GISCNs exhibits a identifiable self-

reinforcing "Matthew Effect", which can be attributable to the "space-dependent"

featur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mechanism in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Keywords: global innovative centers; global interurban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s; evolution patterns; Chinese cities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竞争力的提升已经由禀赋要

素驱动（劳动力、资本投入和基础设施）向创新要素驱动（科学技术、智力人才

和创新环境）转变（Cooke P，2001）。集聚创新要素、提升创新水平、抢占和引领科技

前沿已经成为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持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刘承

良，等，2017）。科学研究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科学研究表现出愈来愈显著的

系统复杂性、越来越广泛的学科交叉性、以及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性和高投入性（Simon⁃
ton D K，2013）。许多前沿科学领域中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往往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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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的通力合作。“科学全球化”的趋势

日益凸显，全球科研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不断加强。合著论文是科研合作的重要

表现形式。2019年的“Nature Index”报

告显示，在 2000—2018年间，参与全球

科技论文合作的国家从174个增加至200
个，跨国合作论文总数占全球科技论文

总产出的比例从 10.7%升至 21.3%①。在

“科学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科学地理

版图逐渐从“欧洲—北美”双极结构向

“欧洲—北美—亚太”三足鼎立格局演进

（刘承良，等，2017）。其中，中国的快

速崛起令人瞩目——根据Web of Science
的三大科技论文索引数据（SCI，SSCI和
A&HCI），2020年，中国科技论文总产

出达1 013 039篇，位列世界第一，比第

二位的美国多185 072篇。自改革开放以

来，大力发展科学研究、构建现代化的

科研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被作为国

家迈向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战

略之一（张永凯，2019）。
城市是创新的发动机，为创新提供

了必要的空间场所和人力资本、专业化

与多样化、创新环境与政策保障 （Du⁃
ranton G，Puga D，2001；Florid R，等，

2017）。当前，城市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

重要性不断提升，成为国家参与全球创

新竞争与协作的重要空间形式和地域单

元（桂钦昌，等，2021）。打造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全球创新中心”也成为各国

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争夺科技竞

争先机的重要抓手 （杜德斌，等 ，

2015）。“全球创新中心”是指创新资源

密集、科学研究和科技研发活动集中、

科技成果溢出效应强大，从而在全球创

新网络中发挥显著门户功能、枢纽作用

和支配能力的城市 （杜德斌，等 ，

2015）。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

国经济在过去 40年间一直保持高速增

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

的增强，为中国在全球科技创新版图中

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

中国已经具备了孕育全球创新中心所需

的资源深度和市场广度。上海、北京、

广州和深圳等城市相继提出建设“全球

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并制定了相应

的规划指引和行动纲领。

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城市的科学知

识本底和创新资源是有限的，在越来越

激烈的全球科学竞争中，不断地更新城

市自身既有知识是实现持续增长的必然

选择（陆天赞，等，2016）。嵌入全球城

市科研合作网络、占据网络核心位置是

城市摆脱锁定陷阱的有效途径（Bathelt
H，等，2004）。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城

市之间由科研合作活动连接起来，形成

“城市科研合作网络”，不同的科学知识

在城市科研合作网络中集聚、溢出、交

织与组合。一个城市在科研合作网络中

拥有的合作连接越多，说明该城市集聚

和吸引创新资源的能力越强，也在很大

程度上说明其所拥有的知识是核心科技、

科学前沿或研究热点。城市在全球科研

合作网络中的地位能级可以反映城市在

全球科学版图中的门户作用和支配能力。

当前，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城市创新的

“属性特征”，如科研机构总量、科研人

员总数、产出总量、创新环境与政策等，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智库

“2thinknow”的全球创新城市指数 （In⁃
novation CitiesTM Index）、麦肯锡公司的全

球创新热图 （McKinsey Innovation Heat
Map）。相比之下，以“网络特征”为着

眼点，考察城市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作用

和地位的研究相对较少。Matthiessen R
及其团队基于Web of Science（WoS）合

著论文数据研究了全球城市科研合作网

络的空间结构、等级体系和时空演化，

但其所选城市样本和空间覆盖范围以欧

美为主，难以全面地刻画全球创新版图

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快速涌现 （Matthies⁃
sen R，Schwarz A W，2006；Matthiessen
R，等，2010）。桂钦昌等（2021）利用

WoS数据建构并分析了全球范围内 900
多个城市构成的科研合作网络，并进一

步探讨了多维邻近性对网络结构的影响

作用。他们的分析侧重于全球科研合作

网络的地理结构，但并未聚焦中国城市

进行特定分析，同时也仅探讨了网络的

静态结构。

另一个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议题是

“全球城市”（global city）与“世界城市

网络”（world city network），它们是描绘

和解释全球化经济格局及地理过程的重

要实证范式（李涛，等，2017）。全球化

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y Network，GaWC）基于高端生

产性服务业的系列实证是该领域的经典

研 究 之 一 （Taylor P J， Derudder B，
2015；唐子来，等，2016）。他们利用高

端生产性服务业公司的全球布局网络描

绘全球城市在全球资本服务和资本控制

格局中的演进路径和地理特征。在其最

新研究中，Derudder B等（2020）指出，

21世纪的全球化由三大过程共构而成，

包括“扩张的全球化”（extensive global⁃
ization）“加深的全球化”（intensive glo⁃
balization） 和“中国全球化”（Chinese
globalization），并尤其强调了中国城市在

全球资本服务网络中的快速崛起。可以

类推，理解“科学全球化”背景下的全

球科学地理版图以及中国的发展路径亦

可以从全球城市及其所组织的全球城市

科研合作网络的角度展开。有鉴于此，

本研究参照GaWC世界城市网络的系列

研究，选取全球范围内 526个主要城市

（其中包含 44个中国主要城市），并以

WoS核心合集数据库的合著论文信息构

建全球城市科研合作网络，分析 2002—
2006年和2014—2018年全球城市科研合

作网络的演进路径，并重点关注中国城

市的演化特征。此外，本研究也能拓展

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对象范

畴，对进一步理解全球城市功能复合性

以及世界城市网络复杂性有积极意义。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合著论文是科研合作活动的重要表

现形式。本研究利用合著论文中作者地

址共现信息构造和分析全球城市科研合

作网络的演化特征。科研合作伴随着知

识的流动、交换与组合，不同的合作者

之间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科研合作网

络”。相应地，若这些合作者位于不同的

研究机构，那么这些研究机构间就构成

了“机构间科研合作网络”；若这些机构

位于不同的城市，那么这些城市间也就

形成了“城市科研合作网络”。

首先，通过 Python数据爬虫从WoS
三 大 索 引 库 （SCI-expanded、 SSCI 和
A&HCI）批量获取论文数据，将研究机

构的地址信息汇总至城市尺度，并筛选

出包含 2个及以上不同城市的论文。然

后构建城市科技合作联系矩阵：若一篇

科技论文由 n个不同的研究机构合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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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且这些机构位于 n个不同的城市，

则该篇论文中存在n×（n-1） /2次跨城合

作，两两城市之间的合作连接强度为 1。
若一篇科技论文由 n个不同的机构合作

完成，其中m个机构位于同一城市（m<
n），其它机构位于不同的城市，则该篇

论文中存在（n-m+1）×（n-m） /2+（n-
m） ×（m-1）次跨城合作，两两城市之

间的合作连接强度为1（两个参与合作的

机构分别位于两个不同的城市）或m（其

中一个城市拥有m个机构，另一个城市仅

有1个机构）。以此类推，通过迭代计算

和汇总叠加可构建所有城市之间的科研

合作网络，最终形成 526×526的城市科

研合作网络矩阵（如图 1所示）。由此，

一个城市在网络中的网络连接度即为其

在研究时段中所有跨城合作连接的总和，

连接度越高的城市在网络中拥有更强的

资源控制能力。

考虑到知识合作过程和论文发表之

间存在“时间滞后”，可能导致年度数据

波动，所以本研究选取 2002—2006年和

2014—2018年两个时间窗口，对原始数

据进行 5年加总处理。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本研究仅将英文科技论文纳入分析，

主要出于以下考虑：其一、进行全球范

围科研网络的比较研究需要建立在统一

的参照标度之上，英文作为使用最为广

泛的科学用语是跨越语言障碍和文化差

异、实现和维系跨国科研合作的重要连

接桥梁，对“科学全球化”的推进发展

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其二，科技论文被

WoS三大论文索引库收录一定程度上能

说明研究成果具有更高的国际认可度、

国际传播性和认知广泛性，能够避免某

些研究成果因为过于根植本地语境而对

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连接度造成高估。

城市的选择参照GaWC关于世界城

市网络的系列研究，将全球范围内 526
个主要城市作为基本单元构建全球城

市科研合作网络。通过WoS数据库检索，

在 2002—2006年，全球共产出科技论

文 6 331 122篇，本研究所选的 526个
城市共产出 4 170 530篇，占比 65.87%；

2014—2018年，全球共产出科技论文

70 129 349篇，526个城市共产出 54 834
137篇，占比升至 78.19%，说明这些城

市是全球科学知识产出的主导力量，很

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全球科学版图。在构

建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过程中，跨国合

作连接和国内合作连接均纳入计算分析，

因为解释城市在全球科研合作网络中的

地位和功能需要将其置于其所在的国家

科技创新体系之中。

1.2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主要利用城市在全球

科研合作网络中的“网络连接度”（net⁃
work connectivity，以下简称“连接度”）

来测度城市在网络中的重要性。一个城

市的连接度为其在研究时段中所有跨城

合作连接数量的总和。为了便于比较，

城市的网络连接度做百分制处理，即用

一个城市的连接度除以网络中的最大连

接度。由此，城市的连接度的分布从0%
（无合作连接） 到 100% （最大网络

连接）。

为了考察城市连接度在两个时间段

的 变 化 ， 本 研 究 借 鉴 Derudder B 等

（2010）的研究，采用“标准化连接度变

化 ”（standardized network connectivity
change，SNCC，以下简称“标准化变

化”）进行连接度变化的测度。采用该

方法可以有效解决计算过程中的“饱和

偏差”（saturation bias）。例如，两个时

间段连接度均为100%的城市，其绝对连

接度变化为0%，显然不合乎常理。标准

化变化的测度方法是基于“Z值标准化”

的逻辑计算单个城市对于所有城市连接

度的相对连接度变化，能够有效规避

“饱和偏差”问题。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首先，分别对城市在两个时间段的连接

度（network connectivity，NC）进行Z值

标准化处理（公式1）：

（1）SNCa =
n ⋅ NCa -∑

i
NCi

n ⋅∑
i

é

ë
êê

ù

û
úúNCi - 1

n∑i ( )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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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一处理，可以获得城市在两

个时间段的标准化连接度（standardized
network connectivity，SNC）。然后，将这

两个时间段的标准化连接度进行相减，

并再次进行 Z值标准化获得“标准化变

化 ”（standardized network connectivity
change，SNCC）（公式2）。

通过两次标准化迭代计算所得的标

准化变化可以理解为城市相对连接度变

化的回归残差。若值为正，则说明城市

在研究时段内连接度的增长超出所有城

市连接度的总体回归预期，增长较快；

若值接近于0，则说明城市连接度的变化

与所有城市整体预期变化趋于一致。需

要强调的是，若值为负，并不一定代表

城市的连接度有减少，而很大程度上可

能是其连接度增长低于总体回归预期，

即增长速度相对其它城市偏缓。

2 研究结果

2.1 全球城市网络连接度的变化与中国

城市的崛起

2.1.1 城市网络连接度的空间分布格局

图2和图3为全球城市连接度的空间

分布，图中只选取了连接度大于 10%的

城市，颜色越深表明连接度越高，越浅

表明连接度越低。尽管选择 10%的阈值

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但筛选结果基

本囊括了全球各板块的主要城市，能较

为完整地反映全球城市科研合作网络的

地理格局。此外，研究也尝试了采用

20%、15%和5%的筛选阈值，其可视化

效果均不如使用10%的筛选阈值。

从图2和图3中不难看出，科研合作

在已经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全球化特征，

但这种全球化的空间分布并非均质。在

全球尺度上，位于“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城市在网络中的连接度普遍高

于位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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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市科研合作网络构建示意图
Fig.1 Toy model for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urban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SNCCa=
n⋅[ ]SNCi (2014-2018)-SNCi (2002-2006 -∑

i
[ ]SNCi (2014-2018)-SNCi (2002-2006)

n⋅∑
i
{ }[ ]SNCi (2014-2018)-SNCi (2002-2006) - 1

n∑i [ ]SNCi (2014-2018)-SNCi (2002-2006)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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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同时，传统西方强国的城市在网络

中的连接度也普遍高于东方发展中国家

或欠发达国家的城市。虽然城市知识合

作网络的空间覆盖广度已在全球延伸，

但合作强度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三大

核心地区——欧洲、北美以及亚太地区，

总体呈现出“全球分散，地区集聚”的

空间格局。在 2002—2006年，这三个地

区的连接度高于 10%的城市数量分别达

到 61个、41个和 20个，占比共计达到

93.8%；在全球南方，仅有6个城市的连

接度高于 10%。到 2014—2018年，连接

度高于10%的城市增加了43个，而三大

核心区域城市的总占比降至 72.1%。尽

管如此，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南—北”

分化和“东—西”差距并未发生结构性

改变，而是呈现出相当显著的“空间依

赖”演化特征。

2.1.2 城市网络连接度标准化变化

图 4为全球科研合作网络中城市连

接度的标准化变化。不难看出，全球城

市的连接度总体上呈现出“南”与“北”

“西”与“东”此消彼长的演化格局，即

全球知识合作网络的重心有整体南移和

东移的趋势。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城市的

整体崛起，其中北京的连接度提升幅度

最为显著，位列所有城市之首。上海、

广州、南京、济南、天津等主要国家中

心城市的连接度也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表1列出了44个中国城市的标准化变化，

几乎所有城市的标准化变化值都为正，

说明它们连接度的增长均高于全球平均

水平，反映出中国城市在全球科研合作

网络中的快速崛起势头。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香港的标准化变化为负，说明

其增长速度显著低于大陆城市。这可能

是因为在“一国两制”体系之下，香港

的科技发展相对独立。特殊的殖民历史

以及其与英联邦国家的密切科研合作联

系使得香港与大陆城市的科技发展节奏

并不完全一致。

虽然这些中国城市在全球城市科研

合作网络中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

大多还无法与世界级创新中心相匹敌。

表 2列出了全球城市科研合作网络中连

接度排名前25的城市，这些城市可以谓

之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全球创新中心”。

首先，两个研究时段内，这些城市虽然

在排名上“此消彼长”，但大部分城市在

榜单中保持稳定，仅有少数城市发生更

替。另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欧美城市

的“垄断”，其中美国城市占据了 25强
榜单的一半以上，其余城市大部分来自

图3 全球城市连接度的空间分布格局（2014—2018年）
Fig.3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urban network connectivity (2014—2018)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图2 全球城市连接度的空间分布格局（2002—2006年）
Fig.2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urban network connectivity (2002—2006)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图4 全球城市连接度的标准化变化分布格局
Fig.4 The standardized changes of urban network connectivity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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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传统强国以及北美的加拿大，这些

城市在知识创新方面都具有世界领先水

准。除欧美城市外，2002—2006年，仅

有北京和东京来自亚洲。2014—2018年，

上海也跻身榜单。北京的连接度从

2002—2006年的第 6名升至 2014—2018
年的第 2名。北京跻身顶级全球创新中

的势头并不令人惊讶。作为中国首都城

市，北京拥有雄厚的科学技术基础、完

善的教育科研设施和充足的人力财力投

入。例如，北京的“双一流”建设高校

数量达 34所，占全国总数的 24.8%。同

时，北京也拥有许多国家顶尖的公共科

研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和

中国工程院等。根据Web of Science数
据，2018年，中科院及中科院大学的科

技论文产出总量为 71 069篇，分别占到

中国和全球科技论文总数的 13.70%和

1.56%，不仅是在中国范围内产量最高的

机构，也是全球范围内产量最高的机构。

除此之外，北京也是中国科学体系的控

制中心和支配中心，许多科学政策制定

和科学资源配置的国家级行政和财政部

门也大多位于此，因而北京一直以来都

是国家科技战略聚焦的中心，享有相当

的政策支撑红利和资源优先配置。北京

在全球城市科研合作网络中的主导地位

反映出“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在塑造

国家科学体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上海在全球城市科研合作网络中的

快速提升也令人瞩目。2002—2006年，

上海连接度的全球排名为50名，2014—
2018年上升至22名。上海的经济发展水

平领先全国，拥有较好的科技本底，其

网络连接度的快速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上海率先抓住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国

际化发展先机。上海领先的国际化程度

和对外开放的先行政策，使其具备了成

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先天优势（杜德

斌，2015）。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一直

都是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的先行者，在

创新基础设施和创新环境培育方面也走

在全国前列（郑德高，等，2020）。除了

投资，越来越多的国外高新技术企业开

始在上海设立海外研发机构。据统计，

2018年，上海认定的外资研发中心已超

过400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在沪设立

的研发机构超过 150家。上海吸引了全

国外资机构和世界 500强企业所设研发

机构的 1/4和 1/3。在外部知识的溢出效

应和辐射作用下，上海本土科技和自主

创新水平获得较快提升 （卢柯，等，

2015）。
除此之外，在 2014—2018年，连接

度排名跻身全球前 50的城市还有台北

（31名）和南京（47名）。由于台海长期

存在的政治问题，台北的科技发展独立

于大陆城市，先于大陆抓住了发达国家

向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转移的机会，

建立了在东亚具有优势的科技地位。南

京在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方面远不及上

海和北京，也落后于许多其它国内一线

城市，但仍具有高的连接度，表现出

“全球创新中心”的发展潜力。南京的高

等教育和科技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南

京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

有“天下文枢”和“东南第一学”的美

誉。同时，南京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

的发源地，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

在南京开办江南实业学堂、江南武备学

堂、江南陆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金

陵工艺大学堂等新式学堂。这些历史积

淀为南京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现今，

南京所拥有的高等学府和公共科研机构

总数位列全国第三，2020年科技论文和

专利总数也排名第三，仅次于北京和

上海。

2.2 国家范围内城市网络连接度的空间

演变

2.2.1 城市网络连接度的空间分布格局

表 3列出了连接度排名前 25的中国

城市。从表 3可以看出，中国城市的连

接度分布呈现出显著的“无标度性”

（scale-free property）②，即北京的连接

度远高于国内其他城市。2002—2006年，

中国城市连接度分布的基尼系数为0.89；
2014—2018年，基尼系数为 0.85，虽然

这种极化分布有所趋缓，但仍旧相当显

著。这种“无标度性”特征也反映出城

市科研合作网络演化过程中的“偏好依

附”（preferential attachment） 机制：在

科技合作的微观过程中，网络中的创新

主体往往倾向于与那些已经具有较高威

望或较高连接性的个体建立合作关系，

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Wagner
C S，等，2005）。这一微观过程的不断

累积使得网络中少数城市拥有大量的合

作连接，而其余的大部分城市仅拥有很

少的合作连接。

表 2 全球城市科研合作网络中连接度排名
前25的城市
Tab.2 The 25 most connected cities in the global in⁃
terurban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networks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WoS数据计算得出 .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城市

伦敦
纽约

波士顿
东京
巴黎
北京

洛杉矶
巴尔的摩

费城
芝加哥
休斯顿
罗马

莫斯科
西雅图
多伦多
米兰

阿姆斯特丹
蒙特利尔
匹兹堡
柏林

亚特兰大
罗彻斯特
华盛顿
旧金山

巴塞罗那

连接度
2002—
2006年
100.00
77.76
74.16
69.20
68.40
62.77
56.45
52.15
51.83
48.76
44.83
44.82
43.06
42.32
41.13
40.70
40.26
38.50
35.78
35.37
34.15
33.47
33.20
31.74
31.11

城市

伦敦
北京

波士顿
纽约
巴黎

芝加哥
罗马

马德里
米兰

巴塞罗那
多伦多
东京

巴尔的摩
费城

洛杉矶
西雅图

阿姆斯特丹
莫斯科
休斯顿
匹兹堡
日内瓦
上海

哥伦布市
雅典

圣保罗

连接度
2014—
2018年
100.00
87.52
82.22
79.91
69.16
56.39
53.42
53.36
52.21
48.38
47.60
46.13
44.99
44.93
44.79
44.51
44.49
43.69
42.99
41.70
41.35
39.41
39.38
39.13
38.84

表1 中国城市标准化变化
Tab. 1 Standardized connectivity changes of Chinese
cities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南京
济南
台北
天津
成都
西安
杭州
合肥
武汉
深圳
苏州
重庆
宁波
长沙
青岛
郑州

哈尔滨
大连
太原

标准化
变化
2.18
1.99
1.98
1.94
1.94
1.78
1.68
1.57
1.47
1.36
0.88
0.81
0.77
0.76
0.69
0.67
0.59
0.59
0.59
0.58
0.49
0.49

排名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城市

南昌
长春
兰州
福州
厦门

石家庄
贵阳
海口
基隆

乌鲁木齐
新竹

呼和浩特
昆明
台中
西宁
银川
高雄
南宁
沈阳
拉萨
澳门
香港

标准化
变化
0.37
0.36
0.36
0.26
0.26
0.26
0.24
0.24
0.20
0.20
0.20
0.17
0.17
0.16
0.16
0.16
0.15
0.15
0.10
0.10
0.10
-0.0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WoS数据计算得出 .

27



曹 湛 彭震伟 崛起的全球创新中心：中国城市在全球城市科研合作网络中的演化特征

图 5和图 6为连接度大于 1%的中国

城市空间分布格局。不难看出，2002—
2006年，具有较高连接度的城市主要分

布在东部沿海的三大城市群：长三角城

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群。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惊讶，这三大

城市群不仅拥有相对较好的经济基础、

较强的科技本底以及区位优势，同时也

是享受改革开放红利、接收国外先进科

学技术、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的先行地。

经历了从“学习积累”到“自主创新”

的过渡转变，这些城市群已经从“学习

者”向“引领者”逐渐转型升级。

除了三大城市群外，一些东北地区

城市也表现出较高的连接度，如长春、

沈阳和哈尔滨。由于日伪时期的工业开

发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前苏联毗邻

的地缘条件以及其自身的工业原材料优

势，很早就奠定了东北作为当时中国重

工业中心的地位。这些城市一度是抗战

时期到新中国早期重要的工业基地，拥

有相当的科技积淀和基础。虽然这些城

市的科学、工业和技术优势在改革开放

以后逐渐式微，但仍然在科研合作网络

中维持了较高的连接度。此外，西部的

重庆、西安和兰州也表现出较高的连接

度，尽管这些城市并不具备区位优势，

且未享受改革开放的第一波发展先机，

但它们在新中国工业化初期都曾是重要

的工业城市和科技中心。1964年起，随

着与前苏联关系日趋恶化以及美国在中

国东南沿海的持续军事施压，中国政府

被迫采取“三线建设”策略以避免发生

资料来源：根据WoS数据计算得出 .

表3 连接度排名前25的中国城市
Tab.3 25 most connected Chinese cities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城市

北京
台北
上海
香港
合肥
南京
武汉
广州
杭州
新竹
天津
高雄
沈阳
成都
西安
台中
兰州
长春
长沙
济南
大连

哈尔滨
昆明
青岛
重庆

连接度
2002—2006年

62.77
21.81
21.58
14.54
12.51
11.30
10.24
7.67
7.05
6.97
6.11
5.89
5.77
5.61
5.43
4.73
4.51
4.48
4.30
4.10
3.47
3.32
2.77
2.53
2.33

城市

北京
上海
台北
南京
广州
合肥
香港
武汉
济南
杭州
成都
西安
天津
新竹
长沙
深圳
重庆
长春
沈阳
兰州

哈尔滨
台中
苏州
青岛
大连

连接度
2014—2018年

87.52
39.41
36.71
29.92
29.11
20.86
18.89
18.40
17.40
12.09
10.91
10.05
9.79
8.42
8.04
6.93
6.35
6.18
6.05
5.87
5.86
5.59
5.31
5.19
4.70

图5 中国城市连接度的空间分布格局（2002—2006年）
Fig.5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network connectivity of Chinese cities (2002—2006)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GS（2019） 1823号） 绘制，
底图无修改 .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

� ��� ��� ������LN

����LN����

��	����?����

���������

���������
����������

�����������

�����������

图6 中国城市连接度的空间分布格局（2014—2018年）
Fig.6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network connectivity of Chinese cities (2014—2018)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GS（2019） 1823号） 绘制，
底图无修改 .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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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战争冲突。在这一时期，许多国

家关键科研机构、重点工业和高科技行

业都被大规模地转移至西部地区，尤其

是与军事相关的科技领域。至今，这些

西部城市仍在某些方面，如汽车制造、

核工业以及航天工业等领域具有相当的

优势，因此也保持了较高的连接度。

2014—2018年，所有城市的连接度

都有显著的提升，且位于边缘地区的城

市在科研合作网络中逐渐涌现，但其总

体地理格局并未发生结构性变化，呈现

出稳定的自我强化发展特征，这与全球

尺度下城市连接度的地理演进特征类似，

再次反映出科研合作网络演化的“空间

依赖”规律。这种连续的、渐进的和稳

定的空间演进与知识组合再构的地理过

程是一致的。知识具有“空间粘性”和

“专属性”，不同地方拥有不同的专业化

知识（Heimeriks G，等，2013）。在跨地

域合作的过程中，既有知识的组合和新

知识的产生并不是随机的，不同知识之

间只有以特定方式进行再构才能产生有

效的创新。这些微观过程的累加使得知

识合作网络的宏观空间形制和拓扑特征

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和渐进性 （Phelps
C，等，2012）。
2.2.2 城市网络连接度标准化变化

虽然几乎所有中国城市的连接度均

有显著提升，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城市融

入全球城市科研合作网络的深度和节奏

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本研究将44个中

国城市从 526个全球城市中单独提取成

组，并计算其组内标准化变化。如图 7
所示，很明显可以看出位于东部沿海三大

城市群和部分长江沿线的城市标准化变化

值大多为正且值较高，说明它们的连接度

与全国平均相比增长速度更快。对于东

部沿海城市而言，前文分析中已经提过，

它们的科技基础较为雄厚，加之知识生

产过程中的“空间依赖”特性以及科研合

作网络演化过程中的“偏好依附”机

制，使得这些区域的城市在科技合作网

路中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然而，

位于京津冀城市群的石家庄却是一个例

外：尽管石家庄也是京津冀城市群最为

主要的核心城市之一，但其标准化变化

为负。这一结果说明，虽然北京是全国范

围内连接度最高的城市，但对其周边城

市的知识溢出和辐射带动作用比较有限，

甚至给周边城市带来了“集聚阴影”，

形成了对周边城市创新资源的“虹吸效

应”（陈玉，孙斌栋，2017）。
同时，位于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城市

也表现出较高的连接度增速，如武汉、

长沙、合肥、成都和重庆。虽然这些城

市未能取得改革开放早期的先发优势，

但是它们在近年来一些系列国家再平衡

战略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如“西部

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等。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正式印发。该规划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

托，不仅强调推动区域经济由沿海溯江

而上梯度发展，也强调自东向西的科技

转移和溢出效应。在一系列优惠政策投

放和资金定向投入的过程中，一批城市

在某些新兴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突破

并具备了国内乃至国际先进水平，如武

汉的光电科学、成都的电子信息科学等。

此外，郑州、西安和太原的连接度

增速也较高。这些城市与沿海沿江城市

相比所获得的国家级政策和资源倾斜较

少，但也是国家级中心城市。这些城市

地处中原，便捷发达的交通网络，及其

与沿江沿海城市的地理邻近性，使得它

们能更容易地从发达地区的辐射作用和

溢出效应中获益。

其余城市大多位于边缘区域，它们

标准化变化值基本上为负，说明其网络

连接度的增长相对比较缓慢。这些城市

本身不具备良好的区位优势，经济发展

水平也相对滞后，对科技资源的吸引和

集聚能力也较弱，因此在网络中的增长

势头相对较缓。最后，除了台北以外，

其它台湾省城市的标准化变化均为负，

说明连接度增速较低。与大陆城市不同，

这些台湾城市的科技发展并非“从零开

始”，它们更早地获得了欧美国家的科技

输入和援助，具有较好的科技本底。因

此，与许多“从零开始”的大陆城市相

比，台湾城市在科研合作网络中的增长

边际空间更小，也因此连接度增速相对

较缓。总体而言，中国城市在科研合作

网络中的“梯度增长”格局与国家经济

地理演进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趋势高度

吻合。

3 结论与讨论

“科学全球化”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地

理和全球科学版图，推动科学知识在全

球范围的流动。科研合作是实现知识扩

图7 中国城市连接度标准化变化分布格局
（基于中国城市连接度组内标准化变化计算得出）

Fig.7 The standardized network connectivity change of Chinese cities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GS（2019） 1823号） 绘制，

底图无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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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溢出和重组再构的关键途径。在

“科学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科研合作

网络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张、作用强度不

断加深。“全球创新中心”是全球科研合

作网络中的枢纽性节点，是创新资源和

创新活动的集聚中心，也是科学知识生

产和传播扩散的策源中心，在全球科研

合作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杜德斌，等，

2015）。加快建设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创新中心，既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已有关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讨论

和评价大多关注城市的“属性特征”，较

少关注城市的“网络特征”。借鉴全球城

市和世界城市网络的实证范式，本研究

以 526个 GaWC城市为对象，基于Web
of Science合著科技论文数据构建了全球

科研合作网络，分析城市在网络中的演

化特征和地理过程，并重点关注中国城

市的崛起路径。研究发现：①在全球尺

度上，全球城市科研合作网络的空间格

局逐渐从“欧洲—北美”双核结构向

“欧洲—北美—亚太”三足鼎立结构演

化，其中中国城市的快速涌现最为显著。

除了香港之外，所有的中国城市在网络

中的连接度都有明显增长。但是，在网

络中具有绝对资源支配和控制能力的中

国城市仍较少，仅有北京、上海、台北

和南京的网络连接度跻身前 50；②虽然

中国城市的连接度有显著的整体提升，

但是不同城市融入全球城市科研合作网

络的速度和深度却存在较大差异。北京

的网络连接度提升最快，东部沿海城市、

长江流域沿线城市以及中原部分城市次

之，其他位于国家边缘地区的城市则较

慢。中国城市在全球科研合作网络中的

发展路径与国家经济地理演进的历史轨

迹和发展趋势基本吻合；③城市在全球

科研合作网络中的演化表现出自我强化

的“马太效应”，这与知识生产的“空间

依赖”特征和知识合作的“偏好依附”

规律紧密相关。

此外，本研究借鉴了全球城市和世

界城市网络的实证框架，拓展了全球城

市和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对象范畴，对

进一步理解全球城市功能复合性以及世

界城市网络复杂性有积极意义。与

GaWC关于全球城市生产服务网络的结

果相对比不难发现，科研合作网络中的

全球创新中心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网络

中的全球生产服务中心既存在重叠也存

在差异。伦敦、纽约、巴黎、北京和东

京等城市在全球科研合作网络和全球高

端生产服务网络中都具有相当高的控制

力和影响力。然而，顶级全球生产服务

中心比全球创新中心的地理分布更加广

泛也更加分散。具体来讲，顶级全球创

新中心大部分分布在北美、欧洲地区，

在亚太地区也仅有北京和东京两个城市。

对比而言，顶级全球生产服务中心则在

全球主要地区均有分布，除北美、欧洲

和亚太城市外，位于中东的迪拜、拉丁

美洲的圣保罗和墨西哥城、南亚的新加

坡和吉隆坡以及位于非洲的约翰内斯堡

也跻身于顶级生产服务中心之列（Tay⁃
lor P J，等，2016）。

这种差异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科研

合作网络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的组

织逻辑和内生动力并不完全相同。对于

前者来说，网络的建立是合作者之间知

识交换的过程，伴随着异质性且高度专

业化知识的融合，这些知识往往具有极

强的空间专属性和空间粘性，其地理分

布也因此具有显著的非均衡、非均质特

征。也就是说，科研合作网络反映的是

异质性知识在地理空间上组合、叠加和

累积的过程，网络连接度越高的城市往

往拥有更加雄厚的知识资本，也往往占

据着某些科技领域的关键前沿，这些城

市大多集中在传统科技强国。所以，顶

级全球创新中心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分

布更加不均衡。对于后者来讲，建立网

络的过程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公司跟随

全球生产网络扩张、抢占资本服务市场、

实现全球战略布局并进行全球资源配置

的主要途径，占领地区门户枢纽或战略节

点是这类企业扩大市场范围、追逐利益最

大化的基本逻辑 （Taylor P J，Derudder
B，2015；唐子来，等，2015）。因此，

反映在地理分布模式上，全球生产性服务

业网络中顶级城市空间分布跨度更广也更

分散。这反映出全球城市的功能复合性和

世界城市网络的结构复杂性。需要认识

到，这些功能并非是排他的分离关系，而

是互补耦合的，这种交织的多重功能网络

也有助于提升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整体韧性

（Burger M J，等，2014）。

本研究从“科学创新”的视角再次

证实了Derudder B等 （2020） 关于“中

国全球化”的论断。然而，中国在全球

经济以及科学版图中的快速涌现使得西

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频频煽动所谓的

“中国威胁论”。自中美“贸易战”以来，

美国及其盟国在诸多科技领域对中国持

续进行制裁，并单方面破坏和切断与中

国正常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同时推行

“科技保护主义”。面对外部压力，中国

开始探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并着重强调“自主创新”和突破“卡脖

子”技术壁垒。不论是欧美的单边“科

技制裁”和“科技保护主义”，还是中国

“增强自身内生动力”的应对策略和反制

策略都是当前“科技全球化”所面临的

重大挑战，也是中国建设“全球创新中

心”进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挑战。面对未

来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城市能否

维持和提升在全球城市科研合作网络中

的地位不得而知。即便如此，建设“全

球创新中心”必须在提升和强化自身科

技实力的同时，继续坚持扩大开放，积

极融入全球科研合作网络，参与全球竞

争与协作，积极抢占网络核心地位。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和局限：其一，

科技创新不仅包括科学研究，也包括技

术研发。专利是技术研发的主要成果形

式，未来可以利用合作专利数据开展相

关研究，探讨中国城市在全球技术合作

网络中的演变特征；其二，在本研究中，

城市间的合作强度通过城市间合作次数

加总得出，而未将合作模式差异、合作

质量高低纳入网络构建过程之中。事实

上，在任何一篇合著论文中，不同参与

作者之间和合作深度和合作方式千差万

变，不同的合作活动对文章的贡献并不

完全一致。此外，科技论文发表在不同

层次的期刊上也意味着其合作质量存在

差别，高水平的论文往往意味着高质量

的合作。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加入作

者排序、期刊影响因子、文章被引次数

等权重因子，尽可能真实地模拟和反映

科研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

注释

① 资 料 来 源 ： Nature Index. Connected

world：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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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 captured by the nature index.2019.

https：//www. natureindex. com/country-

outputs/collaboration-graph

② 无标度网络是节点度分布（近似）为幂律

分布的网络模型。其中，大多数节点的度

较小，而少数枢纽节点的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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